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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余秋雨文化散文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对历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检视与发掘，对当代知识分子健

全文化人格的呼唤。余秋雨言说的知识分子文化人格汲取了浙东地域文化的精神元素。讲究经世致用、追

求实事实功是浙东地域文化的核心精神，余秋雨的人生设计和生命选择中承袭了浙东地域文化的核心精

神，余秋雨对强健人格的看重和对知识分子驾驭现实人生能力的强调都具有浙东地域文化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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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在中国人文山水间行走，成就了一批令世人瞩目的文化散文。余秋雨的文化散文表达现

代人面对历史文化遗迹时的感悟与感概，意绪自然是含混而多义。但是其中有一个意绪是我们能够

较为清晰把握得到的，那就是在对中国历史文化遗迹的实地考察中对历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

检视与发掘，对当代知识分子健全文化人格的呼唤。当我们在做余秋雨与浙江地域文化联系的研究

时，发现余秋雨在对知识分子健全文化人格的言说中渗透了其家乡浙东地域文化的诸多因子。 

文化人格主要呈现在以传承文化、创造文化为己任的知识分子身上。知识分子在传承某种文化

体系的过程中受到此种文化的深刻浸润，久而久之，文化逐渐深入其血肉，内化为他们的生命行为，

形成特有的文化人格。文化体系与个体的文化人格是一种互为表现的关系，文化人格是文化体系在

个体身上的积淀，文化体系又依靠个体的文化人格获得彰显。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文化人

格体现中国文化特色，中国文化正是靠着这一个个有生命的文化个体汇聚成生生不息的文化生命长

河，展示其核心价值观，显示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发展。在中国传统社会，儒家文化塑造了士阶层

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心系国家与民众的文化人格，从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杜甫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

而乐”，一直到清代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文化体系对知

识分子文化人格的绵长而深刻的塑造之功。进入现代社会，中国知识分子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

髓，他们以儒家传统建立了自己的生命根基、人生间架，又吸收了西学，既吸收了西方科学，又吸

收了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他们以融汇古今中西的视界建构中国的现代文化，预示了中国文化在现代

社会良好的展开。但是，经过百年历史的曲折，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似乎变得模糊黯淡起来，

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模糊黯淡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缺少了提纲挈领的灵魂，亟需文化人格的重新凝

聚与再造。这是一个时代的大课题。余秋雨文化散文中时时表露着的对健全文化人格的向往与追求，

不仅来自其内部生命的要求，也回应了时代的大课题。 
余秋雨是浙江余姚人，直到小学毕业才离开家乡进入上海。浙江余姚按照文化地理的划分属于

浙东。浙江以钱塘江为界分为浙东浙西，浙东浙西虽然只有一江之隔，但是地域文化不同，浙西与

苏南（江苏南部）构成了吴文化的核心地带，浙东属于越文化圈。吴越之地（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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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江南之地）虽然历来人文荟萃文化郁勃，但是在这个大文化圈之内，吴文化与越文化还是有区

别有变化，基本的区别、变化就是从吴文化向越文化越来越由柔美飘逸向理性务实耿介刚强过渡。

浙东文化的特殊性在于与别的地域文化相比，它属于江南文化，但是在整个江南文化中又自标一格，

具有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浙东地域文化的核心精神是讲究经世致用、追求实事实功，其他的地域

文化特点都是围绕这一核心精神而展开。讲究经世致用、追求实事实功的精神在浙江地域文化原型

大禹的传说中孕育，流贯于浙东学派的学术文化精脉，在浙江当代实践中也有鲜明体现。 
在大禹与浙江的联系中，正统的说法是大禹乃越人的始祖，越人是大禹的苗裔①。另一种说法是

大禹是越人的神话传说人物②。在这两种说法中，无论哪种说法都点明了大禹在浙江地域文化中的文

化原型的意义，说明了越人（历史上的越国主要占据浙东）对大禹的认同和大禹精神在浙东地域文

化精神塑造中的重要作用。大禹精神是什么？简言之，就是摈弃空言，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精神。

《庄子·天下》中借墨子之口对大禹有这样的评价：“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并

且进一步阐述墨家为“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

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为墨”，现代浙东人鲁迅在《〈越铎〉出世辞》中对大禹的

描述是“卓苦勤劳之风”，在小说《理水》中更是用刀刻般的笔触画出了大禹埋头苦干拼命硬

干的精魂。大禹的卓苦勤劳之风奠定了越人脚踏实地拒绝虚飘的民风民性。 

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儒家文化自始至终自北至南发生着笼罩性的影响。在儒家文化中，

经世致用是一种重要思想取向，但是它是由“正心、诚意、修身”的内圣功夫推导出的外王之路，

与内圣相互制衡，而且在儒家文化的道统中，有一个心性之学逐渐加强，内圣功夫逐渐强于外王之

路的趋势。而在浙东这块土地上，从汉代开始，也自始至终贯穿了一条与主流儒家道统相对的强调

实学、强调事功、强调经世致用的学术流脉，这就是浙东学派，它作为主流儒家思想反思者的角色

而显示了自己鲜明的地域特色。浙东学派独标一格始自东汉王充。在当时士人大多以“习经证经”、

“不知难问”的态度求学，唯经典、圣人之言是从的社会氛围中，王充以“实事疾妄”的精神，追

求实学，为后来的浙东学人奠定了“事实判断”的思维方式和“实学”的精神宗旨③。王充之后，在

浙东学术文化的赓续中，虽然各个时代的学术主题有所变化，但是其中贯穿着的经世致用的学术精

神却是一脉相承。南宋时期的浙东事功学派，明清之际浙东大儒黄宗羲开创的浙东史学都表现出强

烈的经世致用精神。 

浙江的这种经世致用精神沉潜于深厚的历史文化之中，直接作用于当代，使浙江创造了一个个

新时代的奇迹。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飞速发展，主要不是靠政府的政策倾斜，而是在经世致用的

地域文化精神的支配下抓住了发展经济这个总目标，发挥浙江人的聪明才智用足政策用好政策，发

扬禹墨的苦干硬干拼命干的精神取得的。浙江现象、浙江精神，归根结底，是这种经世致用精神产

生的现实硕果，它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渊源有自。 

余秋雨出生在浙东这块硕儒辈出、讲究经世致用的土地上，对浙东文化尤其是其中的精英文化

有一种自觉的文化认同。在《乡关何处》中，余秋雨自豪地历数出生于这块土地上的硕士鸿儒：严

子陵、王阳明、黄宗羲、朱舜水……，认为自己“闻其风，汲其流”，得到了乡贤神秘、无形而悠长

的人格传递，找到了自己的精神谱系，安驻了自己的生命。所以余秋雨在对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言

说和自身的人生设计中，浙东地域文化尤其是浙东学人的人格风范是其重要的精神资源。 

首先，余秋雨的人生设计和生命选择中承袭了浙东学人强烈的经世致用，追求实事实功的精神。

当代社会，人文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之处在书斋，他们在研究、讲授、著书立说中完成知识的循环。

潜心研究、著书立说是学术传承、文化发展的必要环节，但是书斋生涯容易出现的一个负面因素就

是与现实人生的脱节，从而形成纸上谈兵，对社会无益，对个人也是徒然的生命浪费。这种情形，

歌德《浮士德》把它称之为“知识的悲剧”。余秋雨一开始和大多数人文知识分子一样走的是同样的

人生步履，但是浙东学人的经世致用、追求实事实功的精神在他血液中奔突，在久坐书斋之后，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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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雨作出了“出走”书斋的决定。“出走”是余秋雨的生命选择，余秋雨有两段话比较明确地说明了

其意图。一段是《文化苦旅》序言中的发问：“我们这些人，为什么稍稍有点学问就变得如此单调窘

迫了呢？如果每宗学问的弘扬都要以生命的枯萎为代价，那么世间学问的最终目的又是为了什么

呢？如果辉煌的知识文明总是给人们带来如此沉重的身心负担，那么再过千百年，人类不就要被自

己创造的精神成果压得喘不过气来？如果精神和体魄总是矛盾，深邃和青春总是无缘，学识和游戏

总是对立，那么何时才能问津人类自古至今一直苦苦企盼的自身健全？”[1]另一段是他在“出走”十

五年之后的回顾：“十五年前那个晚上，也是这个时辰，刚看完一个僻远山区极俗极辣的傩戏，深感

自己多年来的书斋著述与实际发生的文化现象严重脱节，决心衔耻出行。是从事社会实务？还是投

身考察旅行？当时还不能肯定，能肯定的只有一项，这个决定充满危险。”[2]这两段话道出了余秋雨“出

走”的现实考虑：一是对自身在皓首穷经的书斋生涯中变得萎顿的生命进行拯救。二是目标指向自

身与现实社会的密切结合。我们看到此后的余秋雨实践了这些人生计划。他对人文山水的实地考察，

无形中接续了浙东学派从王充就开始的跳出书本、跳出圣人之言，从生活实践、自然万物的实地观

察中获得对于经典的验证和对于世界的理解的学术思路。学术与现实人生的密切结合使余秋雨走出

了别样的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也使他获得了巨大的人生成功。成功意味着在社会上获得了更大的

发言权，余秋雨经世致用的精神得到了更大的发扬。成名后的余秋雨表现出极高的参与社会实务的

热情，诸如参加凤凰卫视迎接新千禧年的环球考察，出任青歌赛的评委，等等。余秋雨的这些举动

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毁誉参半，但是他的选择无疑是一种基于自身生命体验、基于个体自我实现、基

于地域文化影响的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选择。它的正面意义在于，正如余秋雨所言，参加这些活动，

也是一种社会参与，一种文人直接参与社会文化建构的举动。 

其次，余秋雨在对知识分子健全文化人格的言说中，还突出了对强健人格的看重。余秋雨在提

及古代知识分子时候，许多地方突出了“强健”这个字眼。余秋雨对这种文化人格的强调与向往，

建立在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文化人格负面因素的观察基础上，又远绍浙东文化的因素。 

中国传统文化儒道互补，它既塑造了中国知识分子自强不息，积极入世，担当社会责任的历史

使命感，同时也为知识分子开辟了逍遥物外，超越人间是非，获得精神自由的空间。担当与超越是

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两极，两者中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中国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优缺点就产

生在这巨大的张力中。尤其是道家的逍遥与超越，本身就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为中国知识分子开

辟了在承担沉重的社会责任之外精神自由的空间，获得了心灵的安宁；但是另一方面，这种逍遥与

超越本身就来源于庄子对纷乱世事的逃避，是一种避世哲学，后来的历代知识分子采用逍遥与超越

的人生态度很大程度上也含有避世的因素。道家的逍遥与超越作为一种文化结晶，最终凝聚为中国

知识分子对生活作艺术化处理的文化传统。追求艺术化的生活，既显示了中国文化的精妙之处，同

时也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文化人格卑弱的一面。很多时候，把生活作艺术化的处理，是中国传统知

识分子制作的逃避现实人生困境的独头茧，当无力与外界抗争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习惯于钻进这

个自制的独头茧，使用忘却的法宝，逍遥物外，自得其乐。 

江南之地本是中国文人传统最为深厚的地方，追求艺术化的生活是江南文人传统生活方式。在

外人看来，余秋雨是一个江南才子，本身一定有非常深厚的江南文人积习。但是浙东地域文化的影

响使余秋雨对这种艺术化的生活方式表现出极大的反感，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余秋雨对西湖的腹诽。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西湖是江南文化的典型物化形式，余秋雨却对之大加挞伐。他看不惯

西湖所反映的江南文人的精致与柔弱，认为西湖的水太软，“把来到岸边的各种思想都款款地摇碎，

溶成一气，把各色信徒都陶冶成了游客。它波光一闪，嫣然一笑，科学理性精神很难在它身边保持

坚挺。”[3]（147）西湖边上梅妻鹤子的林和靖是中国文人追求艺术化人生的一个极致，一个符号化象征，

但是在余秋雨看来，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自卫和自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机智，也是中国知识

分子的狡黠。”[3]（150）是人格的萎靡不振，是对现实人生失败的溃退。相对于这种传统知识分子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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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上普遍的负面因素，浙东学人因为崇尚经世致用，崇尚实事实功，有“实”作基础，生命质地自

然地硬起来，强健人格是讲究经世致用，追求实事实功的文化人格的一种自然延伸。在余秋雨对浙

东大儒黄宗羲的介绍中，余秋雨念念不忘的是黄宗羲作为一介书生，手持一把铁锥，锥刺魏忠贤余

孽，一连刺伤八人，把整个京城都轰动了。黄宗羲的举动改变了人们对书生“手无缚鸡之力”的经

典印象，透射出他性格的强健。余秋雨向往这种强健性格，向往“粗糙的灵魂”，他言说道 “与笔

端相比，我更看重脚步；与文章相比，我更关注生命；与精细相比，我更倾情糙粝。荒原上的叹息

总是糙粝的，如果要把它们调理成书斋里的柔声细气或沙龙里的尖声尖气，我如何对得起自己多年

前就开始的辞职远行？”[4]，他倾心于一种壮大的人生境界，自述喜欢霜冷长河的雄伟画卷，“这是我

心中的至高美景。我之所以无法在热带定居，一个显而易见的理由，是看不到霜冷长河的雄伟长卷。

看不到这个，我的生命就被抽走了一份本源性的气质，即便走向了精致，也会琐碎和疲塌。”[5] 

第三，余秋雨在对知识分子健全文化人格的言说中，还突出了对知识分子驾驭现实人生能力的

强调。如果说，强健人格主要指向内在的心灵状态，那么驾驭现实人生能力主要体现在自我与外部

世界的关系方面。余秋雨对这种文化人格的强调与向往，同样建立在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文化人格

负面因素的观察基础上，又远绍浙东文化的因素。 

中国知识分子因为文化传统的影响，先天具有一种迂远而阔于事情的弊端。文化培养了他们精

致的文化品位和高远的理想，他们生来似乎就是要担负天下大事的，但是对于实际的现实生活反而

有着相当大的隔膜，缺乏驾驭现实的能力，“百无一用是书生”是人们对传统读书人的经典印象。在

余秋雨看来，这也是一种文化人格上的卑弱，所以余秋雨言说的知识分子健全文化人格，还包含了

对现实人生的深切了解和把握因素。在他的意识中，知识分子读书读得好只是一个方面，更为重要

的是要具备驾驭现实人生的能力。余秋雨对他的乡贤王阳明、黄宗羲等赞不绝口，在于他们不是禄

虫书蠹，而是对现实有着深刻的介入，全面发展了他们的才华，建立了盖世的功业。像王阳明，不

仅是出色的文臣、哲学家，还是一个出色的军事天才，建立了巨大的事功。黄宗羲在改朝换代之际，

召集义军、结寨为营，失败后立即投身学术，很快以历史泰斗和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形象巍然挺

立。浙东学人的人格风范为余秋雨作出了榜样，重视驾驭现实人生能力成为余秋雨一个基本的心理

评判原则，在很多地方贯穿了这条思路。在《风雨天一阁》中，他认为天一阁的创始人范钦拥有一

种“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正是这种文化人格使天一阁历千余年而不倒。余秋雨拿来与范钦作

对比的是藏书家丰坊，他认为，丰坊是一个比范钦出色的文人与学者，但是他的藏书楼之所以没有

绵延下来在于他文人的人格缺陷，“太激动，太天真，太脱世，太不考虑前后左右，太随心所欲”，

“实在不懂人情世故。”一句话，丰坊的人格中太多文人的软弱与不谙现实，对现实人生没有驾驭能

力。余秋雨从浙东精英文化中汲取了驾驭现实人生的人格素养，也决定了其人生取舍。在余秋雨的

人生轨迹中，担当行政职务，参与社会事务，都表现出了解现实人生、把握现实人生的努力。 

当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凝聚与再造是时代的大课题，余秋雨文化散文之所以引起人们的普遍

关注，一个重要因素是他顺应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在一个大发展的时代，经世致用是知识分

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文化人格塑造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应该明确的是这种文化人格的塑造与建

立不单单是以个体自我实现为目标，它向外应该有更广大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开拓，向内

应该有一种符合现代人文理想的人格操守做保证。对于包括余秋雨在内的广大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来

说，他们的文化人格尚处在进行状态，没有定型，文化人格似乎还只是一种言说，需要进一步的凝

聚和彰显。 

注释： 

①司马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 

②1920 年代顾颉刚在《古史辨》中提出大禹是“南方民族神话中的人物”，“这个神话的中心点在越（会稽）”，当代浙江学者陈桥驿

也延续了这个观点，参见陈桥驿《关于禹的传说及后来的争论》，《浙江学刊》1995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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